













等人建议将 “华语”定义为 “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①，提出了 “全世界华人共同语言”这一
论题。郭熙通过对 “华语”这一概念与 “汉语”“国语”“中文”“普通话”的对比，进一步明确
了它的定义———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② 并对华语研究的性质、意义和任务进
行了详细说明。③ 陆俭明、李宇明、周清海等人倡导 “大华语观”并定义了 “大华语”概念，总
































































































































































































































的语素，如 “航空母舰”一词，中国内地缩略为 “航母”，中国台湾省缩略为 “航舰”，新加坡、











联系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如 “大闸蟹” （形容小股民）、 “醉猫” （比喻喝醉的人）、 “甘草演员”
（指在戏剧、影视中能担任各种配角的演员）、“倒吃甘蔗”（比喻做事越来越顺利）、“喉笔”（指
消防软管和消防喷枪）、“大颈包”（指甲亢），等等，这反映了在出版自由的大环境影响下，人们
的造词心理趋于形象化。
无论是词义此有彼无的差异、还是词语理据中体现的造词和词语使用心理的差异，都是对创
造和使用它们的全球华人的生活环境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的反映，也是对 “大华语”文化间性特
质的反映。随着各华语区之间交流的深入，而这些体现差异的社区词，一方面使用范围会不断扩
大 （填补语义空位），另一方面也会在不同华语区形成竞争 （同义表达形式的竞争）。社区词对
“大华语”文化背景的反映即体现了这种能够从语言事实中追索文化事实甚至文化模式的功能。
不仅在词汇的层面，“大华语”语法 （全球华语语法）、语用中也应蕴藏着文化接触、文化互动的
痕迹，有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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